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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焦　宝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３３)

摘　要: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

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

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

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

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

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

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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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起源问题从词学研究一开始便备受关注,“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说

清楚词的起源问题,首要的是要界定什么叫词.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词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特征

是什么,怎样划清词与古近体诗,特别是杂言的乐府诗等韵文的界线”[１].传统说法中这个界线一

般以词的参差句式为区分标准,但唐圭璋先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说:“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词’,

必然是起源于劳动人民,而决不可能起源于梁武帝、隋炀帝或其他封建文人.其次,‘长短句’固然

是词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依据.词的产生是与特定的音乐因素分不开的.而特定

的音乐因素还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不把以上各点放入探讨范围

之内,恐怕不易得出圆满的结果􀆺􀆺我们知道,与‘词’相配合的乐曲,是隋唐时属于‘燕乐’系统的

‘新声’.”[２]此后学界论及词的起源,燕乐多成为立论基点,由于各人对燕乐的理解不同[３],燕乐界

定标准的确立并没有终结词体起源的争论,反而让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但是,自清末民初新词学伊

始,就有一块基石存在,即词与乐与歌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乐是词在当时存在的方式,歌则

是词在当时的传播方式.龙榆生说:“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
词’.”[４]这已是词学研究的共识,当下词学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词得以产生的前

提条件是隋唐燕乐,词乐是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５]等,都承认了词与乐的关系.本文追溯安史之

乱前的词与词传播,不打算在词的起源问题上纠缠.按曾昭岷等主编«全唐五代词»的分类方法和

依据,追溯安史之乱前的词,“在早期阶段,在‘词’与非‘词’之间存在较广阔的中间地带或交叉地

带”[６]前言１７,本文据该书(也包括部分该书未收录,但依据其选编原则可见于其他版本词集中之早期

词作)中安史之乱前的词作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词的起源问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５
作者简介:焦宝,文学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元明词集的编刻与传播研究”(１１BZW０５６),负责人:李静.



一、安史之乱前的词是宫廷文化的产物

(一)词作者受宫廷文化影响

词乐纷繁复杂,本文先避繁就简仅论作为文学的词之创作者.收录于«全唐五代词»中的词作

者,正编有沈佺期、杨廷玉、李景伯、中宗朝优人、李隆基、李白,副编有乔知之、贺知章、崔液、张说、
王之涣、王昌龄、王维、岑参.以下先据«全唐五代词»提供的作者介绍,对正副编所收１５位词作者

进行说明.
正编词作者６人:(１)沈佺期,高宗时进士,官至给事中.身为言官,品低位重,历任中书舍人、

太子詹事[６]正编,p１.(２)杨廷玉,虽非显宦而身份特殊,为武则天表侄,尽管仅担任过嘉兴令这样的地

方官职,却能接近宫廷[６]正编,p２.(３)李景伯,高宗时名相李怀远之子,对宫廷和官方音乐、饮宴文化

非常熟悉,本人曾担任要职[６]正编,p３.(４)中宗朝优人[６]正编,p５.优人是古代列入贱民的人,但由于职

业关系而能够进入宫廷.(５)李隆基,即唐玄宗,好音乐,晓音律,被奉为梨园始祖[６]正编,p６.(６)李
白,天宝初三年间,他实际上是玄宗的御用文人,生活在宫廷当中[６]正编,p７.

副编词作者９人:(１)乔知之,官至右补阙,是武后时期与皇室关系密切之人,«本事诗»«唐诗纪

事»等均有关于乔知之和武承嗣争夺窈娘的故事[６]副编,p９５１.(２)贺知章,著名诗人,官显位重,经历了

整个开元盛世[６]副编,p９５２.(３)崔液,崔氏为唐代名门望族,也是文学世家.崔液中进士科第一名,其
兄崔湜丰神绝伦,与皇室关系暧昧,崔液能够接触到皇室和宫廷文化[６]副编,p９５３.(４)张说,三次为相,
掌文学之任凡３０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品评文苑,奖掖后进,深孚众望.他为文俊丽,用思精

密,朝廷大手笔,多特承帝旨撰述,尤长于碑文墓志.长期高官显位,其词作风格正是在这一身份特

征影响下形成的[６]副编,p９５５.(５)王之涣,虽为太原王氏,但已“沉沦下僚”.虽精研文章,但仅以恩荫

调补冀州衡水主簿,是最不可能接触到宫廷和皇室文化的.但他诗名甚著,为人豪放不羁,常击剑

悲歌,作品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６]副编,p９５８.(６)崔国辅,其诗语言秀丽,风格雅蓄,擅长

描摹红颜情思,这些题材非常适合用小词表达,更重要的是和后世词为“艳科”风神相似[６]副编,p９５９.
(７)王昌龄,出身贫寒,进士及第,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但官位不显.开元年间,王昌龄与孟浩

然、李白等相交,又与岑参、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皆有诗[６]副编,p９６０.(８)王维,与其弟王缙皆有才

名,他官位尊崇,与皇室交往密切,但在安史乱中曾受伪职.«后唐书»本传载:“禄山宴其徒于凝碧

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

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说明王维与宫廷乐工熟识[６]副编,p９６３.(９)岑参,出生于官僚家庭,
但父亲早死,家道衰落.天宝三载中进士,授兵曹参军.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

记,赴安西,十载回长安.十三载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再度出塞.安史乱前岑参主要活

动在塞外,但在中进士前就已至长安献书求仕,奔走京洛,漫游河朔,对京都生活也是熟悉的.他在

安史乱后的至德二载才回朝[６]副编,p９６５.
从上述可见,１５人中除王之涣不能确认是否接触过宫廷及宫廷文化之外,其他１４人或中进

士,或历显宦,均与宫廷有联系,可认为是受到了宫廷文化影响的文人词作者.
(二)词作反映宫廷娱乐生活

安史之乱前的词,见于«全唐五代词»正编的有:沈佺期«回波乐»一首,杨廷玉«回波词»一首,李
景伯«回波词»一首,中宗朝优人«回波词»一首,李隆基«好时光»一首,李白«连理枝»二首、«清平乐»
五首、«菩萨蛮»二首、«忆秦娥»一首.见于副编的有:乔知之«杨柳枝»一首,贺知章«柳枝»一首,崔
液«踏歌词»二首,张说«舞马词»六首,王之涣«梁州歌»一首,崔国辅«采莲子»一首,王昌龄«采莲子»
二首,李白«秋风清»一首,王维«一片子»«渭城曲»各一首,岑参«长命女»«六州歌头»各一首.其他

作品总集、选集收录而«全唐五代词»未收的作品有:虞世南«织锦曲»一首,长孙无忌«新曲»二首,谢
偃«踏歌词»三首,李峤«水调歌»一首,杨太真«阿那曲»一首,崔怀宝«忆江南»一首等.



在上述作品中,«回波词»(即«回波乐»)四首见于«乐府诗集»,是上层饮宴时的乐曲.“«回波

词»商调曲,盖出于曲水引流泛觞.后为舞曲.中宗朝内宴􀆺􀆺«教坊记»又有大曲«回波词».”[７]３

沈佺期«回波乐»创作于“内宴”,内容是向帝王陈情[６]正编,p２,初次传播范围亦仅限于“内宴”,群臣皆

“撰词起舞”.李隆基«好时光»见于«尊前集»,内容轻柔香艳,词意轻纤,亦当为佐酒饮宴之词[７]９.
李白词多应制之作,«清平乐»«清平调»自不待言,«忆秦娥»等也似为君臣之间难言之隐语[７]２６.在

副编词作中,除去诗作或从诗作中截取入乐者,张说«舞马词»可视为对皇帝的“拍马词”,乔知之«杨
柳枝»涉及上层人士之间的纠纷[６]副编,p９５１.不难发现,词在安史之乱前是上层人士享乐游戏的产物,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有如«回波词»的“自要荣位”、李景伯的进言献谏、«舞马词»的奉承矜耀、«清平

乐»的“应制”之作等,虽兼有其他功用,但并不曾有人以作诗的态度作词,所以沈佺期才能公然要好

处,杨廷玉才能恬不知耻.词从一开始便是娱乐的产物,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传播的.
词既然以宴饮场合的即兴作品居多,其记录和传播自然相当不利,传播范围相当有限.如沈佺

期所处的宴会,虽然大臣均“撰词”,却只有沈佺期的一首因为特色突出而流传下来,其他人的作品

早已无传.可以想见这种“撰词”娱乐活动在唐时宫廷的繁盛,也可看出正是在宫廷文化氛围中才

有这种“撰词”活动繁盛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盛唐之后声乐演唱对于声乐曲和声乐歌词的文化

消费需求的旺盛,盛唐以来的优秀诗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一时代的潮流之中,从而最终引发新

兴曲词的发生和确立”[８].

二、安史之乱前民间不存在词产生的两大要件

安史之乱前有无民间词作产生以及有无民间词作者,不能根据上述材料就给出否定答案.据

«全唐五代词»的认定标准,早期词的判定依据在于依隋唐燕乐音乐系统之调而填词[９][１０],如果能在

民间寻找到隋唐燕乐音乐系统和依调填词这两个要件,就可以证明民间词确实存在.那么,民间存

不存在这两大要件呢?
(一)民间不存在隋唐燕乐系统

关于燕乐之华夷成分比重,学界虽有歧见,但基本上都承认隋唐燕乐是宫廷音乐文化的一种.
虽然隋唐宫廷音乐中并无燕乐这一部类,但今人仍视燕乐为隋唐宫廷音乐的代表.那么,燕乐和民

间音乐是什么关系呢? 反对将燕乐视作词乐而将民间音乐视作词乐者认为:以唐代燕乐指代包括

民间乐曲在内的整个唐代中原流行俗乐,是后人的笼统称谓.实际上燕乐只是融合了外来乐曲的

宫廷俗乐,即宫廷乐曲中“合胡部者为燕乐”.此外,尚有前朝旧曲的“清乐”,以及“非部伍之声、俳
优歌舞杂奏”的百戏(即«唐会要»卷三十三所称“散乐”).百戏历代以来均涉足宫廷,唐代亦然,但
不属于燕乐,民间乐曲更被排斥在燕乐之外.实际上,燕乐对民间乐曲仅是“杂用”,从未被视为一

体[１１].既然“民间乐曲更被排斥在燕乐之外”,那么,肯定了燕乐的宫廷俗乐属性也就否定了其民

间性,肯定了词与燕乐的关联性也就肯定了词的宫廷性.这样的逻辑关系是顺畅的.很多先生已

经意识到坚持词源于民间说和词乐是燕乐说两者之间的矛盾,如李昌集就提出词起源于唐代中华

民间歌曲音乐,以此重新考量燕乐问题.有的学者坚持燕乐说,进一步提出燕乐就是二十八调音乐

系统,可令人奇怪的是,已经得出二十八调系统不可能是民间音乐这样言之凿凿的结论,在“民间至

上”的平民史观惯性思维下,作者还是小心翼翼地声明:“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民间音乐是隋唐燕乐

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属于二十八调音乐系统,被包含在隋唐燕乐之中,这是学术界确定的两者之间

的逻辑关系.所以,‘民间’说、‘隋唐燕乐’说,学术界向来就不用此说否定彼说.”[１２]不过,作者提

出的两点确实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词乐出自二十八调,二十八调作为一个完整、复杂而庞大的音

乐系统,它的创制,经过了隋代持续九年的开皇乐议,经过了唐代建国以后的不断论争、修改、整理

和规范,历时近两百年,集中了两个朝代的力量和数代音乐家的智慧,这才建设成功如此灿烂辉煌

的音乐艺术———隋唐燕乐,事见«隋书􀅰音乐志»并新、旧唐志等.要把这样创制出来的音乐系统定



性为‘民间音乐’,可能不恰当.其次,作为学术研究范畴,民间音乐指居住在相同环境中的居民集

体口头创作和流传的音乐作品,专家指出它的特点:储存关系———作为保护传统文化自然屏障的地

理环境在现代传播媒介产生之前,人们的口和耳曾经是使民间音乐流传不息的唯一工具,其沿袭方

式一种是纵向的,一代传给一代;一种是横向的,一地传于另一地.但后者的传播范围极其有限:仅
限于那些接受‘类似音乐特质’的社会群体.一旦超越这一群体的居住地域,就会受到某种阻碍.
于是人们就说:‘一乡一调’‘十里不同音’.这类民谚中有一层很重要的意思:一个特定的地域只能

‘储存’一种与它的环境相宜的主要音乐风格.”[１２]这说明,民间音乐只能在生长它的地域内纵向流

传,难以在非生长地域横向流传,这种传播模式相近于方言.戴伟华说:“方言的存在可以用于同一

方言区域的交流,不能用于上层社会的交流,也很少用方言入诗.”“历代诗人中不乏向民间学习的

优秀诗人,他们作过不少有益的尝试,但不管是谁,这种学习是相当有限的.”他以杜甫为例指出:
“杜甫的儒家立场是有代表性的,作为大众接受的民间传统节日尚且如此反感,更何谈去学习带有

强烈地域色彩的风俗民情以化为自己创作的材料和营养.”[１３]９８Ｇ９９任半塘先生论刘禹锡也说:“诗序

备述建平«竹枝»声乐,确为创举.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１４]民间音乐的传

播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音乐没有直接成为词乐、孕育词体的可能性[１５].
总之,对于隋唐燕乐系统,不论这一系统究竟为何物,究竟包含什么东西,是否可能在其发展早

期杂用过胡乐或民间曲子①,其成立和发展必然是在专门音乐家手里成形,必然是在有资格也有能

力使用的场合下才使用的.所以,肯定词的宫廷音乐属性,是词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否定的成果.简

言之,民间或有隋唐燕乐系统或曰音乐体系的要素或素材,但不可能有可供词发生的燕乐系统或音

乐体系.也就是说,民间不存在词产生的音乐环境.
(二)民间不存在依调填词的创作形式

考察民间是否有依调填词这一创作形式,实际上是考察民间是否存在“调”的系统、是否存在有

能力进行依调填词的民间创作者.肯定民间存在依调填词这一创作形式,是假定这些民间创作者

能够接触到宫廷文化中的燕乐音乐体系,熟悉“依调填词”的词创作,进而假定这些人的作品都没有

传承下来,只是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致使宫廷文人不得不重视起来并向民间学习.这里先要解

决一个问题,所谓“狭儿歌女、路歧伶瞽、纤夫村妇在市井里巷、江头田边‘唱曲儿’”[９],这是怎样的

一种创作方式? 是不是词的创作方式?
“自古以来,有个说法,歌唱有两类.南北朝时的大音韵家沈约(４４１－５１３)修«宋书»说‘凡乐

章、古词􀆺􀆺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其后,唐孔颖达说

‘初作乐者,准诗而为声;声既成形,须依声而作诗’􀆺􀆺可以清楚地明白:‘以乐传辞’、‘以(定)腔传

辞’与‘以文化乐’、‘依字声行腔’是两类不同的唱,在我国是自古就有这两类的.”“民间文艺(如‘曲
子’),方言为语、应口成辞,随心行腔,本来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地方性及‘粗俗’不饰;渐脱地方

性、随意性,渐趋于格范、程式、规则化,乃一切(古典)文艺发展的必然定势􀆺􀆺从而使原先具有各

各特定色彩的地方唱腔演化为一类‘以(通用之)文(体)化乐’‘以(通用韵谱之)字声行腔’的唱,其
过程往往由文人为之.”[１６]如果仅仅“方言为语、应口成辞,随心行腔,本来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地方性及‘粗俗’不饰”,那么,市井里巷、江头田边的演唱就不能算是词的创作方式,因为就算是从

学界认为是民间词铁证的敦煌词中,也可发现已有一定的“格范、程式、规则化”并依照一定曲谱歌

唱,并非随心行腔.那么这些“狭儿歌女、路歧伶瞽、纤夫村妇在市井里巷、江头田边‘唱曲儿’”,自
然就不是词了,也不能说是词的源头.

回到民间是否存在有创作能力的词作者的问题上来,因为要考察的是词的源头,界定“民间”就

① “民间音乐”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民间只有歌谣、只有曲子、只有调,而不能有系统性的音乐.也即民间只有音乐的基质素

材没有音乐的系统.这是由中国古代的音乐制度决定的.



不能界定为“民间文人”(如不仕文人及释道界文化人等),而仅仅依据传统看法认作是“狭儿歌女、
路歧伶瞽、纤夫村妇”所处之“市井里巷、江头田边”.这个民间,是否存在有能力进行创作的词作

者呢?
从文学创作的文化基础看,唐代社会仍旧是一个文化士族或世家的社会,能够享受教育文化权

利的人是少数,能够接触到文学教育的更是少数.“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土,不窥仕进.
至于官员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参选,远州皆衣粮以相资送,然犹辞诉求免”,直到“玄宗时,士子殷

盛,每岁进士至省者,常不减千余人”[１７].大乱之后士人将仕宦视若畏途,但更重要的是说明能够

接受教育的文人数量极少,朝廷选士才会如此费力,甚至到了玄宗时代能够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也

才“千余人”而已.唐代虽与六朝不同,但在教育制度中,官学的入学制度仍然表现出了强烈的等级

观念.唐代官学分为六种不同等级的学校: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书、算学;州
县学;职业教育学校.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学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什么品

级官员的子孙进入相应等级的学校,制度严密,界线分明,执行严格.更重要的是唐代将私学纳入

国家教育体制,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次.朝廷采取的方法有二:一是统一教育内容,颁定«五经

正义»,使天下书生士子、官私学生都必须修习;二是在科举制中以«五经正义»的解释作为考试的标

准和规范,私学教师和学生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定教材进行教育活动,并通过科举考试踏上经邦纬

国的政治之路[１８].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能够识字的人已是少数,一旦进入到这一体系,就进入了

国家“养士取士”逐渐统一的系统当中,从而脱离了本文所讨论的“民间”.
依调填词的技术性要求很高,尤其是长短句的诗歌结构,看似较七言诗体更加自由,却并非没

有规则,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词作者大多是上层甚至是宫廷音乐文化圈内的创作者.以李白

为例,李白词的问题虽然历来聚讼纷纭,但在他供奉翰林之后创作的词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

说,词只有在上层文化圈才可能产生,而且产生于上层文化相应的消费需求.如果说上述论证还是

推测,那么从传承下来的词作看,词的创作者是以宫廷音乐文学背景下的文人为主体的.即使如本

文所论的安史之乱甚至是之后的黄巢起义对词所依托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词的创作者

和音乐文化不断下移与扩散,“唐宋词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文人士大夫”[１９]的观点仍是不易之论.
考察安史之乱前的词作者,还不能少了另一群人,那就是乐人.词要经过双重创作才能完成,

乐人的音乐创作是文人依托于音乐填词的基础.乐人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民间,如果有人诗词写

得好,乐人会争相求取,其目的首先是抬高自己的声誉,以增加服务于上层及宫廷的机会,比如“李
益诗名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又称,元微之诗,往往播乐

府”[２０].这里暂不论安史乱前的乐人情况,留待后文说明.

三、安史之乱推动词乐文化的扩散与下移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代宗大历五年

杜甫在潭州所作的«江南逢李龟年».杜甫描绘了安史之乱对个人命运尤其是像李龟年这样的乐人

命运造成的影响.整个时代因安史之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处要论述的正是安史之乱对词

的传播要素如李龟年这样的乐工们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词体成立的作用.
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及天宝初年,是唐王朝礼乐臻于完备的鼎盛时期.从武德九年“修定雅乐”

开始,到“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

人”[２１]４７７.这种皇家倡导下的大规模音乐人才培养,为词体发生提供了音乐土壤.本文认定词与音

乐的关系建基于百年词学研究所确认的基础之上,虽然本文不再赘述确证这一命题的真伪,但有以

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俗”不等于民间

“俗”更多地是指“乐工之词”,不能简单等同于民间性.«独异志»载陈子昂故事:“陈子昂,蜀射



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

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

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

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
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

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

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简所害.”[２２]操琴不失为雅事,但陈子昂却视为“贱工之役”,“毫不留

心”.虽然文人善音律并不少见,但善则善矣,文人对音乐的一般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也说明,在
唐代,乐为贱役、乐工为贱工的观念已经形成.所以,文人和乐人并非平等交往,文人总是自认为地

位高于乐人.比如:“梨园弟子有胡雏者,善吹笛,尤承恩宠.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
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

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将出.上遽曰:‘朕与卿戏耳!’遂令曳出,才至门外,立杖杀之.俄顷有

敕释放,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２３]１７即使面对“尤承恩宠”的乐人,崔隐甫也以重乐人为由向皇

帝抗辩,而帝王也不得不回应“朕与卿戏耳”这样的话,由此可见当时乐人地位之低下已是不争的事

实,文人对音乐与乐人的轻视也可想而知.
讨论文人对音乐与乐人的态度,方可确认文人与早期词的关系问题,即在不知乐、不善乐或以

与乐工相从为耻的时代,早期词的创作者与文人还是乐人的关系谁更接近,以及文人是否为早期词

的主要创造者.从这一点也可想见,为什么«旧唐书»会说:“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词多

不经,不复载之.”[２４]可以认定,“俗”的特性不能等同于民间性,而更接近于乐人较低的文学修养在

词体创作上的反映.尤其是在早期词即安史之乱前文人的词创作中,还处于模仿乐人创作的阶段,
“俗”成为这一时期词作的普遍特性.比如几首«回波乐»,虽是文人创作,却是俗词.

(二)音乐文化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

唐代乐人不止在宫廷,但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曲子词正是“依赖酒筵游戏中文人与妓女的合

作关系的演变而成立”[２５].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唐代乐户隶太常,
与历代乐户的别籍身份一致.乐户籍又分散各地,听令于地方官府,官府可以召令乐户籍.«明皇

杂录»载:“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

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
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蒍».«于蒍»,鲁山文也.”[２６]地方所掌音乐除正常

乐户籍之外,还有各方镇所掌之乐.“一般来说,使府所掌乐舞可分两类:一是原始的四夷之乐和里

巷之乐,即来自边地或民间的音乐,这类音乐未经使府中的乐师整理,也不用于进献.二是经使府

整理的乐舞.这种音乐因要用于仪式,一般是模仿宫廷雅乐的.安史之乱以后,后一类音乐渐多,
使府自造礼乐,进献于宫廷,故其风格多雅缓.”[１３]５０“不难看出,安史之乱前后方镇所进乐章有很大

的差异,前者多娱乐之用,后者则多关乎政治,具有一定的仪式性.”[１３]５１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音乐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太常及皇家音乐机构中技艺高超的专业乐人的

指导.«旧唐书􀅰王虔休传»载:“虔休性恭勤,俭省节用,管内州仓庾皆积粮储,可支军人数岁.又

尝撰«诞圣乐曲»以进􀆺􀆺先时,有太常乐工刘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
此也.”[２７]依旧围绕宫廷展开,有能力融合地方音乐、创制新乐并在新乐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的是

这些太常乐工,一般地方音乐人才达不到这样的技艺水平.文人与乐人的合作,除了皇家和地方举

行的各种宴会唱和之外,在安史乱前主要还有各类节庆活动和科考之后的“曲江游宴”.
安史之乱以后,方镇势力兴起,文人入幕渐成风气.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刘玠那样流落地方

的太常乐工为数众多,幕府中文人与乐人的合作日渐突出.«唐国史补»载:“古之饮酒,有杯盘狼

藉、扬觯绝缨之说,甚则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国朝麟德中,璧州刺史邓宏庆,始创平、索、看、精四



字令,至李梢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

幕.衣冠有男女杂履舄者,长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又有击球、畋猎之

乐,皆溺人者也.”[２３]６１宴饮中律令小词“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的情况,一方面说明文人在这一过

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使幕”已成为词创作与传播的重要环境.从安史乱前的宫廷

文化为主导,到安史乱后的“盛于使幕”,词体传播环境的下移成为明显的趋势.
(三)词体兴起于音乐文化传播的下移

安史乱后,大唐王朝一直没有恢复元气,一步步走向败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乐人一次次被遣

散,所谓中兴之世的乐人数量也大不如前.«新唐书»载:“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

百余人.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其乐有«播皇

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走俯仰,中于规矩.”[２１]４７８“咸通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
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是时,藩镇稍复舞«破阵乐»,然舞者衣画甲,执旗旆,才十人而已.盖唐

之盛时,乐曲所传,至其末年,往往亡缺.”[２１]４７８乐工数量从数万人下降到六千余人,技艺水平仅“中
于规矩”.咸通年间更是凄凉,«破阵乐»盛大气象早已随着盛唐的远去而远去,“十人而已”的凄凄

惨惨,正是这一时段唐王朝宫廷音乐“亡缺”的真实写照.
这种亡缺直接影响到围绕宫廷的音乐文学传播活动.«唐摭言»记载安史乱前围绕宫廷文化的

士人“曲江游宴”的情形是:“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何以知之? 案实录:天
宝元年,敕以太子太师萧蒿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他处,敕令将士为嵩营造.嵩上表谢,仍议令

将士创造.敕批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事资改

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２８]２９开元、天宝间曲江之盛,已成“举
国胜游”之地.同书又载:“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
存者惟尚书省亭子而已.”[２８]３２安史乱后凋敝情形亦可想见.即使后期稍有恢复,均不如以前之盛.
«北里志»载:“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
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
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
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２９]唐王朝宫廷音乐的凋敝亡缺,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亡缺”,而是一种可以推测的下移过程,“礼失求诸野”,正是因为礼乐散落到了下层.在

这个意义上考察«北里志»所述资料便会发现这种下移的迹象.较之以前,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子和

乐人的接触与交往就更加容易了.正是缘于此,联系乐人散落幕府、文人入幕等现象,可以认为宫

廷音乐文化的凋敝反倒成为词体文学发展繁盛的一个重要契机.

四、结　语

词创制之初,确实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到了欧阳修的时代,仍被视作佐酒清欢的薄伎,可见相

对诗之雅,词之俗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俗却并不能于民间,从其产生的文化环境来看,只有宫廷的

音乐文化与宴饮环境,才为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早期词的主要创作者,是那些能够接触到宫廷文

化的文人士大夫.正是通过他们,将词创作带入到士大夫生活中.孕育词的宫廷音乐文化,也随着

“安史之乱”的爆发走出了盛唐宫廷,此后唐王朝的历次裁汰乐人,更使得音乐文化的传播不断下

移,这与文人士大夫的创作一起,最终促进了词体文学的成立.
雅与俗、文人与民间,一直是百余年来现代文学史观念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然而,当平

民文学、白话文学的观念兴起,因为以平民文学为活文学,进而宣判庙堂文学的死刑,词的宫廷出

身,便在这样的史观下被有意无意遮蔽了.近年来,以白话为中心、以平民(小百姓等)Ｇ文人(文士

阶层等)这样的含混概念构建起来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已渐为学界所摒弃.胡适推举平民文学,
其本意并不在文学研究,而是一种“有意的革命”,即确立“民众至上”的观念以实现民治,这实际上



是学术研究的求善之维.今天,我们固然无法苛责前人,却尤须警惕求善而近伪.回到历史语境

中,对出身于宫廷却又具有“俗”属性的词体文学的兴起,进行反思式的考察,是对雅与俗、文人与民

间二元对立史观的反省,这种反省并非意在否定民间从而走向“平民至上”的反面.相反,将无论是

诗词曲还是传奇小说的创作权,还给真正的创作者,是对一部文学史主要是文人创作史这一事实的

尊重,体现的是对求真而向善的追求,毕竟,求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求善唯有在真实基础上才有达

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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